第10章   周遊列國講學與旅遊

　　自一九七三年拿到博士學位後¸我就開始在美國與加拿大等地舉辦之學術會議上發表我的研究論文。發表論文的地方¸除了學校外¸主要在美國財務學會、美國財務管理學會、美國經濟學會、美國計量經濟學會、世界計量經濟學會、美國會計學會、美國統計學會、西部財務學會、東部財務學會、中部財務學會、南部暨西南部財務學會等學會。

　　一九八０年夏天，我利用參加日內瓦歐洲保險學會議的空檔¸與內人一起遊覽瑞士、德國及法國。一九八二年夏天，到倫敦參加歐洲財務會議¸在會後我與內人在歐洲做了短暫的旅行。一九八二年參加在義大利羅馬舉辦的歐洲保險會議¸會後還與鐸地（Neil A. Doherty）教授參觀梵諦岡及羅馬附近勞倫斯等地的名勝。一九八三年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參加中國企業改革會議¸會後與內人赴劍橋及牛津大學參觀。幾次的歐洲行¸讓我有機會目睹西方文化發源地的真面目。除了欣賞風景之外¸也羨慕歐洲各國民主政治的風行。衷心企盼台灣的政治有一天也能與他們一樣地民主及自由。

　　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利用六年一次休假的機會，代表伊利諾大學到武漢大學訪問講學¸當時我的任務是教財務管理。聽課的學生為武漢大學的老師及中國商銀武漢分公司的經理。美國股票市場是講題之一¸有些學生半開玩笑地說：「您講這些資本主義思想¸對我們升官有害無益。我們有生之年可能沒機會看到中國設立股票市場。」我只能回答：「希望他們將來會有機會買賣股票」。當時也口試了要來伊大唸經濟博士的張敏同學。現在他在亞洲銀行擔任資深經濟學家。那時我自香港經廣州乘車到武漢。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所以在香港特別停留了兩天¸趁此機會拜訪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與當時的院長敏建蜀教授及其他幾位教授交換意見。後來，我成了中大的校外考試委員及該院年刊的副編輯。在香港旅遊了一天¸我終於見識到東方明珠的富庶繁華與美麗景致。在香港停留兩天後¸坐火車到廣州¸然後轉車前往武漢三鎮。早晨，在車上醒來時¸發現江南農村景致與台灣頗為神似¸對來自農村的我而言，倍感親切。在武漢講學期間¸我住在東湖賓館。聽說此賓館是毛澤東經常駐足的地方。有天，許俊千教授請我吃長江名產–武昌魚。他告訴我，此魚為毛澤東最喜歡吃的魚之一¸還曾為此魚做了一首詩。在此期間，趁空檔遊覽了武漢三鎮的名勝古蹟如岳陽樓及武昌起義的地方等等。

　　武漢講學結束後，我就飛往北京參觀。當時招待我的是朱悅寧先生¸朱先生是一九八一年與一群北京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官員到依利諾大學參觀時與我認識。他陪我參觀故宮、天安門廣場、頤和園、長城與明十三陵等名勝古蹟。並帶我去買一些玉製品及絲綢產品¸當時的東西十分便宜¸質料也相當不錯。能有此機會到武漢及北京參觀名勝古蹟¸真有百聞不如一見的感覺。

　　此次中國之旅，不但觀賞了許多名勝¸也看到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三十二年間¸人民工作不積極、經濟落後的情況。從與許俊千教授及朱悅寧先生等人的談論中，也得知文革時期社會黑暗的一面。許教授義憤填膺地對我表示¸現在有機會能參與鄧小平的改革¸決定拼老命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朱悅寧先生告訴我，他當時正參與經濟改革草案的起草工作¸而他有胃潰瘍必須開刀¸但是他仍忍痛延期開刀以免錯失良機。從這些經驗中，我已體會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遊完北京後，由以前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相識之沙多（K.Sato）教授的安排下¸於十一月底到東京大學主講公司股利政策之理論與實務。當時美元與日圓的匯率約在一美元兌換二百四十九日圓左右。在那時，買了一串養珠項鍊送給內人。十七年後的今天，美元對日圓貶落一倍以上¸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早知如此，當初買給太太的養珠項鍊應該買長一點。我也趁此機會參觀了東京鐵塔與皇宮等地。

　　在東大講學時，認識了星野靖等教授¸當時星野靖教授還特地到東京國際機場接我¸並帶我遊覽京都的風景名勝¸我同時順道去京都大學拜訪以前在伊利諾大學的同事密尼目那（K.Morimune）教授。因此機緣我與星野靖教授成了好朋友¸他曾來伊大及羅格斯大學找我，並住在我家。現在他是我主編之「亞太金融市場與政策」評論的副主編。在兩個月的時間裏能同時暢遊中國及日本幾個都市¸真是人生一大樂趣。而當時我剛好獲聘為伊大講座教授¸時年四十三歲¸旅美正好屆滿十四年。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正值他宣佈經濟改革的第二年。此次訪問最受西方世界矚目的有兩點：「首先他宣佈要教訓越南；然後，就是他宣佈改革的決心」。他在參觀美國汽車廠時¸發現美國工人的生產力是中國工人生產力的五十倍。於是，詢問接待人員如何提昇工人的生產力。接待人員直接告訴他，這是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辦法，不適用於中國。鄧小平馬上要求接待人員告訴他辦法並說他回國後把名稱改一改就能用了。該年秋天，美國商業部派了一個科技代表團到北京洽談科技援助的項目。美國代表團團長並表示要幫助中國訓練管理人才。當時中國代表認為中國接受西方式管理訓練涉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國政府可能不會同意。不過中國首席代表還是將此方案向鄧小平報告¸沒想到他馬上就批准。因此，美國商業部與當時的大連工學院於一九八０年在大連籌設美國商業部培訓中心。

　　一九八三年七月，我到大連培訓中心為一百多位在職經理上財務管理課¸當時有兩位大連工學院的教授幫我整理教材。後來，其中一位教授還根據此教材寫了一本財務管理的中文書。那時，我們住在專家樓¸學生要到宿舍見老師還須經特別批准。有天上課時，我談到改革之道在於管理人員要放開胸懷¸儘可在馬克斯主義、資本主義及中國文化中選擇對經濟發展有用的思想¸沒有用的思想儘可拋棄。此種論調引起學生不同的反應¸開放派的學生很贊同我的說法¸保守派的學生則對我很有意見，建議學校不讓我上課。後因美方院長的堅持，我還是繼續講完我的課。目前，在那不拉斯加大學擔任講座教授的石勇先生就是我當時的學生。當時，我即發現石勇教授的思想相當開明。他當時問我模糊數學，是否可用來研究不確定性之投資決策。最近，我們還在這方面合寫了一篇論文。此論文已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在圓山飯店舉行的第八屆世界模糊數學會議上宣讀。

　　在大連停留的一個多月中¸有個星期五我被邀請到北京汽車廠為一百多位財務會計及經濟人員講解西方複式會計的概念及其在管理上的應用。當時中國大部份的企業都不用西方的複式簿記¸他們用的，或是單式簿記，或是文革時期所發展出來的增減會計。當時我告訴在場的學員，雖然目前他們從事的工作看似不太重要¸但是伴隨經濟的發展¸他們的用處可能比在北方防止北極熊入侵的軍人還來得重要。這種論調對當時的學員至少起了些許鼓勵作用。在經濟改革二十年後，會計經理人員的職位不但待遇優渥而且很受人尊重。現在中國在清華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及廈門大學等校還特別設立會計學院培養會計師及會計博士、碩士。

　　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及一九八七年我又到中國講學。一九八五年，我代表世界銀行到廣州及蘭州為當地的管理學院講學。之後，又到大連培訓中心為企業界的總經理及省市文經委、副主委等人士講學，當時武漢鋼鐵廠的張總經理也是學員之一。在此次講學中，我從高級財經主管學了不少中國企業經營的理念及了解經濟改革進展的情況，誠所謂教學相長。有天吃過飯後¸當時任經委副主任之張彥林先生對我說：「我們這些從事改革的人冒了很大風險¸如果改革不成功¸我們這些改革派¸不是殺頭就是進監牢。中國自秦朝商鞅變法以來¸改革從沒成功過。希望你們國外來的學者能助我們一臂之力¸讓此次中國的經濟改革能成功。」張副主委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所以我就在該次講學中，更深入地析論當時中國經濟制度之缺陷及改變之必要性。從此以後，每次到中國講學，我都以張副主任的話來決定我講學的內容與方向。

　　一九八七年結束大連培訓中心課程後¸應李儒訓教授之邀到上海財經大學講課。當時我向上海企業經理及財經大學的老師主講財務管理。當時的講稿是以我即將出版的「公司理財」課本內容為主¸李教授指定三位研究生將「公司理財」譯成中文。藉此機會，我也幫李教授培養了幾位研究生。在此期間，也於六月二十日參加了李教授長子李大慶的結婚喜宴。講完課後¸李教授帶我遊覽蘇州無錫與揚州等地¸參觀了蘇州的園林¸無錫的太湖及揚州之瘦西湖風景¸同時也品嚐了長江三大名魚¸鰣魚、甲魚及武昌魚。趁空，還參觀一些鄉鎮企業。當時，我就認為鄉鎮企業將在中國經濟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至今，不出所料，鄉鎮企業的生產總額已佔國民所得三分之一以上。

　　一九九一年春天，應以前伊利諾大學我指導的五個博士生之邀，到韓國旅遊講學，由永西大學的林崇基教授安排行程。我除了參觀該校外¸也到大宇集團主講有關基金管理的論題¸獲得熱烈的迴響，並得知大宇集團還用價值線（Value Line）的方法去評定韓國公司的股票級別。當晚，在韓國最好的中國餐館用餐。大宇集團因大量舉債而受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的影響，現在已變成不堪一擊的公司，與當時我參觀時的黃金時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第一天，我大學同學史爽大來找我遊漢城，在我臨走時，我五位韓國學生一起來送行¸並送我一瓶最好的人參精。此次旅遊真是一舉數得。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應星野靖教授之邀到名古屋大學講學一個星期¸主要講授財務管理。除了對學生上課外¸也利用時間與老師討論一些研究題目。當時日本的經濟狀況還很好¸所以有機會到日本的另一個大城名古屋參觀遊覽¸從中學了不少東西。其中，最值得回憶的是參觀豐田汽車公司（Toyota）的自動生產線¸親身體驗到日本工人的生產效率，真令人敬佩。最後，星野教授也請我到他家晚餐，與他的家人見面，相談甚歡。

　　一九九一年夏天，到巴西里約熱內盧參加第三十屆世界管理科學會議，當時內人及女兒與我同行。里約熱內盧原為巴西首都，在一九六０年四月巴西才將首都遷到巴西里亞（Brasilia）。一九六０年距離巴西的發現正好屆滿四百六十週年。巴西里亞在里約熱內盧西北九百七十哩的地方。里約熱內盧市容美觀整齊，可惜治安不佳。在當地開會與參觀三天後，我們去參觀伊瓜柱（Iguaiu）瀑布。此瀑布剛好落在巴西與阿根廷的邊界，乃構成兩國邊境巴拉那河的一部份，高七十二公尺、寬三公里乃世界最寬的瀑布。此瀑布風景迷人，真使我們流連忘返。我在紐約州立大學唸書時（一九七０至一九七三年）常到世界水量最大的尼加拉瓜大瀑布賞玩。若將此二瀑布作一比較，景色各有千秋。

　　我們在瀑布附近的旅館住了一晚後，乘車經巴拉圭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遊玩，沿途景色宜人。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建築宏偉，在二十世紀初因阿根廷牛肉出口生意暢旺、經濟十分看好，曾為世界最熱鬧的都市之一。後來，阿根廷因為工業化程度不及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相對地落後。因當時南半球已進入初冬，冬天已經相當的冷，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參觀購物後，也到郊外去看西班牙舞蹈及馬術的表演。除了買一些手工藝品外，太太也買了一件相當昂貴的黑色毛皮大衣。當時，女兒嘉娥剛在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唸了一年的保險學博士班課程，趁此機會她可輕鬆一下，這些旅遊也讓她增加不少見聞。一家三人難得地一起遊山玩水，得以享受天倫之樂。

    一九九二年七月，我應林武郎博士之邀，代表聯合國到杭州、西安及北京等地為財經高級官員主講財務管理。在我抵達中國的前幾天¸中國股票交易之上下限才剛取消，金屬期貨交易也剛開始。到杭州後，除了講課外，又受邀到市政府大禮堂¸講演「股票市場的分析」¸有幾百人前來聽講¸好不熱鬧。當時，我感覺到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已達到一個階段。趁此機會，我也繞道到浙江富陽看我的姑丈。當時姑丈精神還很不錯，他能回家鄉看兒孫，看來也相當滿足。九年後再回到富陽¸當地的農村經濟已進步許多，這顯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已獲致初步的成效。

　　結束杭州的行程後¸下一站是到西安。在西安講學期間，也到美國西安楊森製藥公司花一天的時間講演有關會計分析的一些方法。從該公司副總經理口中得知¸這家製藥廠為中美合資的公司。美方投資金額約為五仟萬美金¸在五年內已全部回收。九年後再到西安¸除了參觀「西安博物館」及「法門寺」兩個景點外¸還目睹西安經濟進步的情形¸真是不虛此行。
    最後一站是北京。到北京前，我先參觀「北載河」¸此地為當地夏天的避暑勝地。夏天時，北京高官常來此避暑；政府高層領導人則於每年夏天在此召開政府決策會議。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第一次來北京¸聽到一些人對當時事件實況的描述¸真是餘悸猶存。我在北京經委會演講時¸席間有很多中、高級經濟官員¸討論熱烈¸當時他們也給我看了一些經濟計劃模型。在這場演講中我告訴聽眾¸如果中國早開放廿年¸亞洲四小龍可能就不會出現經濟奇蹟。大家認為我的講法頗有道理¸也為往昔中國經濟走錯發展方向而感到惋惜。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再度代表世界銀行到北京參加「中國股份制國際研討會」。與會者除了討論中國股份制的實施外¸對歐美股票市場的運作與總體經濟政策的關係也作了深入的討論。當時，我的講題為「各種籌資方式¸證券市場和股份公司的運作」。其主要的結語為：

１採用正確的投資、融資和股利政策以改進股份公司的效率及利潤。

２採用良好的公司財務報告體系，以增加並確保投資者的權益。

３運用有效的政府法規程序，以減少（或防止）內線交易、或股票市場的投機行為。

４改進資本市場的效率和實效以促成中國第二階段的經濟改革。

當時中國證券委員會主委王鴻如先生也到場參加討論。因此¸此次會議對中國股份制企業組建及試點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為中國股票市場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利用此次會議空檔¸我到人民大學拜訪閻達五與方生兩位教授。那時方教授告訴我他曾在台大農經系唸過書，是李總統的同學。李總統教他日文，他則教李總統中文。當時，他們還是相當好的朋友呢！當時，方教授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中國經濟進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及方向。他還送我一本他寫的書¸主要內容是講述第二階段經濟改革的方法。據我所知¸他的意見對後來鄧小平南巡發表之「第二階段中國經濟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方教授很慶幸地說¸他之所以能發表這些意見並獲得重視¸乃是因為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期間他剛好在日本訪問及講學¸所以未被波及。在一九九八年五月間¸在香港召開由我主辦的第六屆亞太財經會議，我特地邀請方教授就「兩岸經貿關係」發表演說。

　　一九九三年五月¸我應邀到武漢參加「把武漢建造成國際城市」的研討會¸我是主題演講者之一¸講題為「第三個中國股票市場為什麼要建在武漢」，五月十六日長江日報的標題是「李正福的意見與北大歷以宇教授主張不謀而合」。在抵達武漢的第一天¸許俊千教授及家人親自帶我與內人遊覽岳陽樓和東湖等名勝古蹟。大會也安排我們參觀武鋼、常飛工業公司及武漢證券交易中心。當時參加的人士除了中國學者外¸還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德國、韓國及台灣等地的代表。而代表中國參加的有著名的經濟學家如安志文、童大林、董輔祁及李崇淮等人。

　　一九九三年秋天¸香港中文大學聘我擔任為期一學年的講座教授。在這一學年期間¸除了教一門大學部的期貨與選擇權外¸我還與周文林等人合寫論文¸同時也對老師們做些專題演講。一九九五年五月，我與蔣紹平教授合辦了第三屆亞太財經會議¸此外也幫中大請來郎賢平教授及建議中大設置數量財務碩士學位。在當時與我交往較為密切者，有史怡中、余照雄、蔣紹坪、周文林、吳仰儒等教授。後來，在一九九七年，我聘請吳教授前來羅格斯大學擔任副教授。在這十個多月當中，有機會暢遊香港各地¸並常受到大學同學洪百基一家人與學長林聰標、薛天棟的招待。當時，香港的經濟狀況很好¸人民過得很幸福，但放眼九七回歸將至¸人民也開始為將來的前途感到憂心。在香港的十個多月中，也看到外資如何在香港炒作股票。詳細情況容我於第十四章再作說明。

　　一九九六年暑假¸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之邀¸我到該校商學院擔任兩個月的講座教授。在這兩個月期間¸首先，我與馬奇尼（T.H.Mcinish）教授主持兩天的研究討論會¸邀請校內外的教師與研究生參加。我也為博士班學生上了四週的課¸並且參與何金輝論文的指導工作。此外也和楊賢卿¸陳聖賢及何金輝等人進行合作研究¸成效卓著。我們合撰的論文先後在美國「財務評論」及歐洲「銀行與財務季刊」發表。

　　在離開新加坡前¸我應邀請到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作三個小時的演講¸題目是「亞太地區經濟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當時，我對亞太經濟在發展過程可能遭遇的問題也作了一番剖析並預測亞太金融市場與政策可能面臨的問題。此外¸我還應邀參加陳企業教授所主辦之亞太地區第二屆的中央銀行會議。當時很多人已經預測東南亞的泰國、印尼或馬來西亞可能繼墨西哥之後發生金融危機。從此次會議中，我也更進一步瞭解了亞太地區的金融市場與政策。

　　在新加坡停留期間¸除了在南洋理工大學講課外¸也與台灣來此設立營業據點銀行之經理吃飯和交換意見。我拜會的經理有一銀的林正南及交銀的呂丹紅等人，呂丹紅還是我一九九二年回台灣到銀行研訓中心講課時的學生。與他們的交談中更進一步瞭解台灣商人在南洋投資的現況¸也對我研究台灣南進政策的狀況有深一層的理解。他們也告訴我許多有關外國銀行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情形，以及新加坡發展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歷程。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到新加坡¸所以利用週末空檔，遊覽參觀此地的風景名勝¸有鳥園、夜間動物園、海底水族館及聖陶沙島。在新加坡國慶日當天¸陳企業趁回家之便帶我到他家鄉麻六甲遊玩。在麻六甲看到鄭和下西洋時所遺留下的許多古蹟¸其中包括鄭王廟與寶山亭等等，同時有機會參加當地華僑的中元節慶祝會。因為當地皆用閩南語交談¸讓我覺得特別親切。陳教授也帶我去他伯父楊先生的棕櫚油園及製油廠參觀。據說棕櫚油對人體健康的益處，較諸大豆油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棕櫚油還可用以提煉香料¸棕櫚樹幹也有多種用途。真是一身是寶。最後得知，台灣商人到麻六甲投資的電子業也經營得相當不錯。

　　一九九七年六月及七月間¸再度到南洋理工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此行除了上博士班課程外¸也與教師們進行合作研究。附帶一提，何金輝的論文口試也在七月份獲得通過。此次我又收了一位博士生洪健平¸他已於一九九九年畢業。我也再次的參加了陳企業舉辦的第三屆中央銀行會議。最後，我在此地召開了第五屆亞太財經會議，此事已在第八章有所交待。當時南大也要我當他們管理碩士班的校外審查委員。此次訪問又有機會與從台灣來新加坡設立分行之銀行經理林正南、呂丹紅及王嘉男等人吃飯。此時他們已覺得業務較難推展。從兩次到新加坡當講學教授的經驗中發現：「新加坡是個很了不起的地方¸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個國家的建設很有規劃¸更特別地是，在新加坡我可與大部份的人以閩南語、國語或英文交談。新加坡不愧是最具國際化的一個國度。

　　在開完由我主辦的第五屆亞太財經會議後¸我到吉隆坡參加第四屆亞洲財務會議。除了發表論文外¸也順道遊覽吉隆坡這個城市。我發現吉隆坡建設得很不錯¸但是由於迅速發展使得交通顯得有些混亂。吉隆坡蓋了兩棟摩天大樓¸承租率卻不到百分之五十，這正反映出在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下¸房地產不景氣的事實。從這兩次的造訪當中，我發現馬國的資源豐富¸經濟也蓬勃地發展。我因而覺得馬來西亞是台灣「南向政策」下值得鼓勵廠商前往投資的國家。

　　一九九八年¸我到亞洲各國旅遊講學的次數，與年俱增。到台灣開會的事已在第五章敘述。講學部份將於後第十三章再詳談¸現在先就中國、香港及新加坡部份加以交待。一九九八年是亞洲發生金融風暴的第二年。多次到亞洲各國講學旅遊¸使我能親自看到金融風暴對各國的影響¸真是百聞不如一見。

　　一九九八年第一個學期是我的休假學期。二月初，我到中國替芝加哥一家大公司聯合集團訓練他們的財務會計經理。為了訓練中方經理，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及廣州四個城市前後停留了廿多天。從此次講學中，我發現中國建設實在進步的神速，中方經理素質，與早期我到中國講學時相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可是，我也發現到，經過亞洲金融風暴後經濟發展略受影響∣不僅國企改革面臨較大的問題，經濟景氣也相當低迷。從此次的講學中，我同時進一步瞭解到美國分公司在中國運作的情況。真是一舉數得。在上海講學時，我趁機又與李儒訓教授見面。李教授帶我到黃埔江岸邊參觀，我發現黃埔江岸邊變得很整潔乾淨，他告訴我，現在這些環境管理都已變成承包制，我才恍然大悟。我也與李教授到大的百貨公司買東西。現在上海繁華的情況，與一九九三年我初次來此時相較，真有天壤之別。我在廣州講學時，以前的學生張光平之弟張光寧請我吃晚飯，之後遊覽廣州夜景。我發現廣州的發展情況與一九八五年我第一次到廣州時相較，有著明顯的差異。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應張國樑（Josef Chang）教授之邀，到香港理工大學講學一個月。除了對該院師生講演財務與會計之研究方法外，也與部份教授進行合作研究。最後於五月底，在香港與該校聯合召開第六屆亞太財經會議。七月份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針對商學院碩士班的情況作實地考察工作，最後對校長提出改進的建議。趁此行之便，我參加了陳企業教授主辦的亞太地區第四屆中央銀行會議。此會議的議題是討論金融風暴發生的原因及對亞洲各國的影響。吳榮義院長代表台灣，演講有關台灣在亞洲金融風暴扮演的角色。來自台灣的另一位教授，陳博志教授則發表論文討論金融風暴對於亞洲各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第三次到新加坡舊地重遊，別有風味。同時南大的中國碩士班也聘我當校外考試委員。

　　當時印尼因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向國際貨幣大量貸款，被迫採用高物價及高利息的緊縮政策而引起暴動，蘇哈托下台，副總統哈比比接任總統。在印尼的華僑受到很大的影響。七月十九日晚上，在新加坡與世界科學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老板潘國基教授吃飯。當時在座的一位印尼商人向我及柏克萊大學校長抱怨，為什麼美國沒對印尼政府反映侵犯華僑人權之事。我當時感到心酸且為印尼華僑處境抱不平。

　　一九九九年元月底，我參加中國政府與德國政府於海南島所舉辦的金融風暴與中國金融政策研討會。會中我報告有關台灣金融政策之回顧與展望。趁此機會我到海口附近旅遊，發現海南島氣候宜人，物產也很豐富。此次海南島之行使我對中國金融市場與政策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本來想到三亞看「天涯海角」，因學校已快開課，所以只好趕回美國，希望下次有機會前往參觀。

　　六月初，我與內人、蔡信夫院長及林蒼祥教授到曼谷洽談有關公元二千年第七屆亞太財經會議開會事宜。出面接待我們的是曼谷三家大學聯合博士班的執行秘書布拉西爾（K. Prasit）教授。他帶領我們拜訪與會議有關單位負責人。此外，他也以嘉賓之禮招待我們。在此行中，我們拜會了前任財政部長馬亞瑞伊（P. Maruey）博士、研究院院長瓦大那（N. Watana）教授、朱拉隆宮大學院院長魏拉斯（N. Virchs）教授及朱拉隆宮大學院前院長蘇紫達（K. Suchada）教授。同時，我們也與布拉西爾教授的大哥張鎮波先生會面。張先生是日本三菱柴油機廠泰國負責人。最後，我們也拜訪了長發建造有限公司林煥敏先生。 同時也有機會見到我在紐約州大學唸博士時的同學山姆（C. Som ）博士，他曾擔任銀行董事長及商業部部長。趁此次到曼谷我們也做了兩天旅遊，參觀皇宮、夏宮等風景名勝。我們玩得很盡興。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至七日，我與游伯龍教授及石勇教授到北京國務院發展中心講學五天。我花三天主講「亞太金融風暴有關問題及台灣的金融政策」，游教授主講「習慣領域與企業決策」，石勇教授講「科技發展前景」。因為在講課期間剛巧碰到大陸正大事批評李登輝總統的特殊兩國論及李恆志的法輪功事件，大陸被這兩李搞得頭昏腦脹。因此，我感覺到氣氛不太對勁，對我們講學自然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不過我還是告訴聽課的研究員及官員，朱鎔基改革的腳步可能要放慢些以維持社會穩定。

　　在我講學時，人民大學的陶湘教授及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劉映仙教授皆來參加我的演講。經由與陶教授的討論，我更瞭解中國三峽建設的籌資方法。因劉教授的研究中心訂閱所有台灣的報紙，所以她對我有關台灣金融與市場的看法相當瞭解，所以碰面時她說久聞大名。很高興有機會與這兩位教授當面交換意見。

　　在北平講學期間，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在羅格斯大學上過我的課的交通部學生請我吃晚飯。現在人民銀行政策中心副秘書長易剛博士則與我共進早餐。我在伊利諾大學教書時，易博士當時是伊大博士班學生。從與易剛交談中，使我對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前途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易博士也告訴我，人民銀行正在研究發行房地產證券的可行性，並預定在明年以上海為試點。

　　講完課後，在八月九日到十一日，我們三人及一位年青官員楊獻先生到西藏拉薩及四川成都旅遊。我們參觀了布達拉宮及亞魯藏布江等名勝。從西藏的旅行中，我們初次嚐到空氣稀薄影響行動的滋味，也看到高山秀麗的景色。從此次旅遊中，我發現在拉薩的漢人約總人口的一半，而且大部份西藏人都會講中文。於此可見，其漢化程度相當深。此外，我們對藏人天葬、水葬及地葬的原因及意義也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

　　八月十一日到八月十四日，我們在成都參觀了孔明廟、都江堰、峨嵋山、青程山、樂山大佛及熊貓園等名勝古蹟。在孔明廟中，我們看到三國時代的歷史人物；在都江堰，見識到李冰父子偉大的水利工程；在峨嵋山，我們參觀了佛寺與道觀。在青城山，對道教的發源地及道觀曾作一番巡禮，也因此對道教有了初步的瞭解。另在成都三天的旅遊中，我發現成都平原經濟較為富裕，而且感到成都是個深富歷史文物的城市。

　　八月十二日，我與游伯龍教授同遊都江堰及青城山，勾起我倆在台大時一起唸書及生活的美好回憶。我們也一起討論都江堰工程偉大之處。此水利工程始建於公元前三世紀，是世界上最早具多元功能的水利工程。二千二百多年來，此水利工程發揮了巨大的效益。此工程的景觀可用下述李冰治水經來描述：

深滔灘低作堰遇　灣截角逢正抽心

　　我與游教授兩人遊青城山時，我們體會到道家發源地之一的雄偉景色。我們參拜了幾個道觀，對李老君之廟尤為景仰。從山下到山頂我們來回走了近兩個半小時。從山頂遙望山下景色，令人心曠神宜、俗慮全消。此種感受，謹以下述杜甫之詩來描述：
自為青城客　不唾青城地

為愛丈人山　丹梯近幽意
　　從一九八０到一九九九的二十一年間，我到各國講學，不但傳播學術種子也建立了自己的名氣。同時，也藉講學之便到各地參觀遊覽。這樣不但增進我的見聞也可從實地參觀中看到各地經濟發展的風貌。此種從旅遊學到的見識可增進我的視野及世界觀。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大概很少有此種「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的機會吧！周遊列國講學並作旅遊的生活真使我領略人生的樂趣與幸福。這也是迄今我還沒有動過退休念頭的一大緣由。






